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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
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建构

王世涛，陈玉华

摘要：文化主体性是本土文化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化主体性建构，要自觉处理好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不同于以往着力于对中、

西、马等文化要素本质的认识和吸收，新时代我们更要着力于对新文化本体的培育和塑造；不

同于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多采取启蒙批判思维，新时代更应采取实践生成思维；不同于以往多

强调现代与传统的区别，新时代更应注重现代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不同于历史上以儒家为中

心的旧道统，建构新文化的本体，要建立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并体现儒道思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新道统；不同于以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采取选择性继承，而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也要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整体性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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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并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担负文化使命、建设文

化强国。我们要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是本土文化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也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它

关联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血脉和魂脉。继承和吸收在轴心时代及其延长线上渐趋生成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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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无疑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现就我们应如何吸收和继承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以自觉建构中华新文化的主体性，拟从方法论层面做出深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实现从要素认识论到本体塑造论的转变

以往我们主要从对中、西、马等文化要素的本质认识出发以进行中国新文化建设，无疑有其历史合

理性，但由于忽视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进行新文化建设，以致新文化的主体性不彰。众所周知，由于早期

中国现代化曾遭遇太多的阻力、艰难和挫折，五四以来中国先进知识阶层将之归因于传统文化的保守和

落后，以致绝大多数人认为，未来新文化不可在对旧文化的推陈出新中产生，如果不是全盘西化的话，

就必将是对其的先破后立中形成。于是，以张申府、张岱年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新文化

产生的“综合创新说”。该说认为，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者

不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吸纳，而是作为一个个“要素”参与到新文化建设中去。该说的合理性毋庸置疑，

但也会给人带来这样一种印象，新文化将是由中、西、马等文化要素所构成的“拼盘”，以致各文化要素

在新文化中的分量、地位和作用也未能显示出来。这会使建设中的新文化主体性不足，不仅难以增强中

华文化自信，而且还会内在影响着我国道德建设以及道德教育的效果。尽管后来我们也认识到文化建设

这一缺憾和不足，可仍局限于主要从要素认识论而非本体塑造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以致对中华新文化

建设之逻辑理路的认识一时难有突破。尤其是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方面，认为其本质上是属前

现代的东西，即使有部分会被选择性地继承和吸收进新文化中去，但也不会有太多、对新文化的形成也

影响不大。这样一来，传统文化不被看重，其在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不明、作用不彰，导致我们在新文

化主体性建构问题上，一直难有大的进展或突破。

当今，我们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我们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中国式

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血脉和灵感。这使我们认识到单纯从要素认识论的角度对待和处理中国传统

文化的局限性，更需要我们从本体塑造论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必要性。中华文化的

多元一体及其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使我们认识到中华文化与强调多元、差异以及体现主客二

分的西方文化存在根本的不同，中华文化现代化固然需要融入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等新内容，但其本

属基因和血脉的东西则是须要保留的，否则就难以体现出中华新文化之民族特色。大家知道，早期洋务

派在新文化建设问题上曾提出过“中体西用论”，尽管被以张申府以及早期张岱年所提出的“综合创新

论”所超越，但后来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为突出各文化要素之地位和作用，又在方克立那里进一步

发展为“马魂中体西用”论[1]。这样一来，百年来中国新文化建设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发展过程。为何

“体用”思维再现？我们认为原因有二：一则是进入新千年以来建构新文化之主体性的现实需要使然，二

则是中华民族思维的特征和特色使然，“体用”思维虽在近代屡受冲击，但其仍具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体用观”与“道器观”是相通的。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不能不首先重视“体”或“道”

的本体层面的建构，否则就无法体现新文化的民族思维特征和特色。当前，新文化建设所强调的所谓

“明体达用”之“明体”，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结合起来，以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同样，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

是以融贯“体”或“道”等本体论层面东西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这种“体”或“道”层面的东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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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要建设的新文化就构不成体系、塑不成主体、形不成特色，以致真正的文化自信也就无从谈起。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属于“体”或“道”层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它是中国传统文

化之“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既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和坚持生

命至上的原则，又体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注重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以及以民为本的社会治

理思想，还体现为人的心与身、理与欲的关系层面，这种身心、理欲的协调和平衡以及坚持人的幸福导

向的原则。现代社会如果背离这一思想，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从总体

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因此，无论是我们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相结合，还是我们新时代自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都需要我们诉诸新文化的

主体性建构，尤其是需要我们从本体塑造论层面处理好中国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与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

“体”或“道”等本体论层面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这要求我们须突破以往主要从要素认识论层面来看

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之局限和不足，要着力使其上升到本体塑造论层面，以找到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主体性建构之民族基因和民族血脉的东西。

二、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实现从启蒙批判思维到实践生成思维的转变

以往我们主要从要素认识论看待和处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在于我们所持的启蒙批判思

维的局限。这种启蒙批判思维只是从理性思维、个体认知和抽象思维看待和处理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与

其传统文化的关系，而相对缺乏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情感、伦理、道德、信仰等的一贯性以及从新的文

化家园之民族特征的生成性打造来看待和处理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与其传统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中的

情感、伦理、道德、信仰等因素，对于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启蒙批判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理性思维过度凸显工具性、注重功利性的固有缺陷，使其必

然走向其对立面。大家知道，罗马文化的过度实用性和功利性最终走向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非理性信仰，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不断凸显的工具理性，使其必然趋向价值理性和人文理性。现代社会的事实与价值、

科学与人文分裂的现状，最终为克服这种分裂，又使文化保守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成为新的发展要求和

发展趋势。与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之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使其

所体现的理性（实用理性）的一面与其非理性的性情情感处在一种和谐的统一之中。中华文化的主流一

向注重“合情合理”“情理合一”，千万不能“得理不饶人”，做事儿掌握分寸，中国法制文化注重“无

讼”，“无讼”不是不讲“理”，而是讲不违背“情”的“理”。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情”为主导，

即作为儒家道德的基础和核心的东西是血缘伦理人情，并在此基础上才建立起礼法秩序的，那么中国文

化现代化而形成的新文化，则无疑是以“理”为主导，以理抑情，但又能体现情理合一的文化。而这种

新文化，又是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性与价值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

文化，前者是强调“理”的科学性、客观规律性，后者则强调“情”的人民性、民心指向性。因此，将

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相结合，需要我们超越近代以来启蒙思维的理性

局限，坚持从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思维来看待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

如果单纯从理性启蒙思维看待和处理问题，我们将会格式化掉很多更具中华民族特质和特色的东西，无

法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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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启蒙批判思维是一种个体认知，是站在个人价值立场上的认知，导致一切建立在社会整体意

义上的认知，要么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和情绪性的，要么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阻碍和限制。基于启蒙

批判思维，群体的认知是荒唐的，个人如果不幸陷入群体之中，则是沉沦和平庸。群体被视为一帮“乌

合之众”，其认知水平就会降低至不及幼童。认知的降低以及群体力量的强大，就会形成一种非理性的破

坏性力量，会对个人人权和自由的践踏。然而，他们却未看到群体认知中蕴含一种整体性合理的价值诉

求和从根本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型文化，能做到重视民众群体认知

和满足群体的利益诉求，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传统民本思想，即使

在阶级社会，也总是具有一种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社会整合力，起到社会稳定剂和社会凝结剂作用。重

视民众认知及其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这也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

从个体与共同体的有机统一中来形成社会认知和处理利益问题，既体现了现代文化对个体认知和利益的

普遍重视，又能祛除现代社会对前者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社会分裂甚至秩序崩溃的风险。我们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超越，又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还与中国传统文

化在价值层面上相通。

第三，启蒙批判思维是一种抽象思维，既体现着西方文化特征，也体现着现代文化特征，这种抽象

思维固然有其优势，但相对于东方生成式思维也存在不少缺憾。西方文化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文化，人与

世界的关系被抽象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对立的一面凸显出来的，其统一的或相通的一面则给抽象掉

了。人与人关系，被抽象为原子与原子的关系，个体与个体之间难以从根本上通约。西方文化发展到现

代，其抽象思维更走向普遍和深入。资本的全球扩张，劳动产品被转化为可用货币买卖的商品，使用价

值只被抽象还原为价值，一切存留于物品的生态价值、历史价值、情感价值、审美价值被祛除了，世界

多样性抽象还原为单一性。这样一来，就西方主流而言，经济被视为赚钱，管理以“经济人假设”为前

提，国家被还原为单一民族国家，民主被还原为狭隘的自由民主，文化被还原为个人主义价值观，社会

被理解为公民社会等等。然而，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有机生成思维，人与其所处世界的关

系被视为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天与人的不是相互割裂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机统一的关系。正如母亲生育

了自己的孩子，孩子虽脱离了母体，但仍与其母体相联系，既表现在血缘上，又表现在心理、情感、文

化等诸多方面。由是观之，中国人就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被抽象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人与人的关

系，也不是被抽象为“经济人”与“经济人”的关系，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不是被抽象理解为“民

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是更看重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不断形成的天（自然）与人之

间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生命联系，更看重基于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人与人关系的特殊性、人的社会角色

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对人、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担当，更看重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历史发展和近代遭

遇所形成的心理、情感、道义、伦理等文化联系，并在未来发展中以协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文化所体现的这种生成式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相通的。马

克思主义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心与身、理与欲之间，既有分化、分工、分裂

的一面，又有其生成、合作、建构的一面；既有理性功利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伦理、情感、审美等的

一面；既有本质认识的一面，也有感同身受的一面。总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

主张“两个结合”，需要我们在现代化实践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更多的智慧和灵感，自觉破除启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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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思维所体现的理性思维、个体认知、抽象思维的局限，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成性思维出发，自觉从

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之属于“大道”这一更高层面来建构新文化的主体性。自

觉建构新文化的主体性，一方面能使我们走出“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

普世价值、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逻辑建构起来的“西方中心论”，力求从哲学维

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冲破这一理论体系，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继而创造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2]；另一方面，还能凸显新文化作为以“现实的人”为根基的真实主体力量在人类文明实

践中的展现，其中蕴含的“人民之我”“民族之我”“人类之我”等多层次的“为我逻辑”关照是对资本

强制下以原子式自我为支撑、以资本同一逻辑为核心、以自由主义为表象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为我

逻辑”的根本超越[3]。

三、新时代文化建设，要由注重现代与传统的区别转变为注重现代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

中国人的文化土壤”[4]。以往我们多强调现代与传统的区别，这在革命时期以及新社会刚刚确立时期固然

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在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就更需要我们发掘现代与

传统的内在联系，以自觉建构新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发现，韦伯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思想有助于启示

我们培育和塑造新文化的主体性。韦伯认为，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不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摒弃，

而是进行一种理性化的转换，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一种伦理化、道德化的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则是一个规

范化、法治化的社会，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一个看重内在的、主观的动机的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则是一个

更看重外在的、客观的效果的社会；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一个追求人人可成为楷模、让人超凡成圣的道德

型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凸显个体意志自由但又不违规范底线的公民型社会。

当今中国学术界非常看重韦伯的思想，正如国内著名学者何中华先生所言，其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

与欧陆文化有着明显的亲和性[5]。正是对这一亲和性的认识，我们认为，韦伯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思想

同样适用于中国，只是不过由于中西文化又存在巨大差异，也需要这一思想要结合中国文化的实际做出

一定的变通，才能更准确地解释中国文化的伦理内涵及其现代化逻辑发展。就其亲和性而言，德意志民

族是一个重视传统的民族，其历史主义思潮影响甚大，同样，中华民族是一个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

其对历史的看重也非同一般。两者在走向现代过程中，总是既试图超越传统，又对传统予以继承和保留；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注重伦理、注重社群文化的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注重伦理、体现家国情怀的民族；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有注重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华民族是一个体现哲理智慧的民族，有道家

哲学、儒家哲学甚至佛教哲学思想的强大影响。然而，中西（德）文化的巨大不同，也使在对韦伯的信

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理解方面，存在着很多不同和差异，其主要表现在：韦伯所言的伦理，是宗教伦理，

而我们中华文化所言的伦理，则是宗法伦理；韦伯强调的信仰，是对上帝的信仰，而不同于中国人对上

天的信仰；西方对上帝的信仰，其主导性的一面是引向个人主义的，而中国对上天的信仰，其主导性的

一面则是引向集体主义、整体主义的，等等。

因此，韦伯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思想要运用于中国的话，自然就需要对其进行本土化转换。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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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伦理是对抽象意义上的上帝之个体化信仰的宗教伦理，而中国的信念伦理则是对移情意义上的上

天（如老天爷）之集体化信仰的宗法伦理。因此，韦伯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思想，我们不免可将之称

为“良知-信念伦理和底线-责任伦理”。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导致良知是指向上天

的，具有普遍性，但良知同时又具有个体性，要求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固然有了自己的意志自由和

道德判断，但也不能逾越社会规范和底线，而且还要强调自己在集体或整体中的角色，履行好自己的责

任和担当。因此从理论上说，由传统中华伦理所裹挟着中国人，在由传统到现代、由普遍到特殊、由主

观到客观的转换的过程中，才不至于走向偏执。五四以来，强调实践生成思维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实

现中国化，使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新文化的主体性建构，由以上一种理论可能走向了现实可能。因为马

克思主义尽管是一种现代思想，强调个人及其自由的重要性，但绝不会陷入个人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而

是强调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集体主义以及人类普遍解放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一方面强调主观

付诸于客观，人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的

主观世界也因对客观实际的反映而不断丰富起来。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马克思主义的

“魂脉”相结合而形成新文化主体的过程，同时又是传统的良知-信念伦理走向现代的底线-责任伦理的过

程，由传统的伦理裹挟走向现实的实践生成，不仅具有了现实性，而且还因为这种伦理和实践的双重作

用，使其不仅不会出现如韦伯所担忧的因现代社会过度强调责任伦理而远离信念伦理，而且还在中国，

会使二者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当年西方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最

终会对西方个人、自由、民主等的推崇，而逐步会像苏联、东欧那样会发生颜色革命，事实证明他们错

了，而是中国越改革开放，愈增强对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巨大信心。今

天中国人，既是现代的，重视个人的认知和权益的，但另一方面，又是注重要顾全大局、要有长远眼光、

要体现出自己的家国情怀并有担任和担当的。我们将这一对立统一的东西称为一贯性的“道”，正是因为

遵循这一根本性的“道”，当今的中国，能辩证看待和处理相关问题。既主张自立自强，又能积极拥抱世

界，着力推进改革开放；既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将自己的发展

经验积极与其他国家交流和分享，又不强加于人，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等等。所有这些，是中

华传统之“道”的遵循，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自觉体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主体性的建

构，要继承和凸显这一精神传统。

四、新文化主体的培育，要从中华旧道统中得到启示，自觉建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新

道统

从韦伯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思想来审视和看待由传统到现代中华文化的连续性，我们不免会产

生这样的问题，即这种连续性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是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道”。这种“道”，

既是道家之“道”，又是儒家之“道”，也就是说，是儒道融合之“道”。儒家之“道”，重点强调用道德

礼仪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礼法道德和国家力量的重要性，道家之“道”，重点强调“道法

自然”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民间自发力量的重要性。而且，儒道在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上，都强

调身与心、理与欲之间的和谐。因此，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续性之“道”，应是儒道融合所体现的天

人合一思想，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其自身关系的和谐。然而，由于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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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其中国历史发展之实然与文化精神之应然又存在

着一定的差距，使得统治阶级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只能唯心主义地片面强调以儒家为中心的道统，作

为其意识形态以体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这样一来，道家只作为一种论证儒家合法性的形而上基础而融

入以儒家为中心的道统中去，其自身之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则相对重视不够，以致过度强调礼法道德和

国家力量等上层建筑的规范和规约，而相对忽视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民间自发力量在促进

民生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最终以致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以儒家为中心的旧道统，逐步成

为一种僵死的东西，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它同时也启示我们，以儒家为中心的旧道统，固然存在

其内在缺陷，但其能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失去这一文化的主体性，传统中国知识体系就无从谈起；

失去这一文化的主体性，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以及社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就无从谈起；

失去这一文化的主体性，就不会形成东亚儒家文明圈，产生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在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背景下，要培育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化本体，也要考虑新道统的构建问题。只不过在我们看

来，新道统必须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一则以彰显其科学性；二则新道统须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儒道融

合思维，以彰显其民族性；三则新道统的“道”，既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相通，又要与马克思

主义关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相对接，赋予“道”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这一新道统应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传统儒家之道统，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之上的，只看到

礼法道德和国家力量之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未能看到其作为上层建筑其相对于经济基础以及其

背后的生产力，其作用不是最根本的，我们应从社会的生产方式或者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理解

和把握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深层根源。不过，传统中国重视礼法道德和国家力量之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的重要性，也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它确实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

性，马克思当年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使得其上层建筑体系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确

实较之于西方社会，发挥着更为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华之新道统的构建，一方面，需要我们坚

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即从生产方式出发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另一方面，也

需要我们高度重视道德规范和国家力量对于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新道统的构建，

既要体现出唯物史观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又要体现唯物史观在中国应用和体现的特殊性及民族特色。

其次，新道统必须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儒道融合思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天

人合一，天人合一既体现在道家所偏重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又体现在儒家所偏重的人与人、人与社

会关系的和谐，还体现在儒道所共同彰显的人与其自身的和谐。这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全面进步

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通的。而且，儒道融合思维所体现的“道”，是对传统中国知识体系所体现的精神特

征的整体把握。知识可以丰富的、具体的，但只要有“道”的统摄和引领，知识则必将是系统的，并最

终服务社会整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趋向善的，这对于克服和超越现代西方知识体系之工具理性的

局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这一

现代“大道”为统摄和引领，不仅能体现出新的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而且还体现出新的知识体

系的创新性和民族性。

第三，新道统的“道”，既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相通，又要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全面进

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相对接，赋予“道”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国哲学中，“道”既是中国哲学之最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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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但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西方哲学的本体是作为实体的本体，而中国哲学的本体是作为关系的

本体。这一本体是其天人合一精神的集中呈现，是体现儒道思维的共同特点，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

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其自身的和谐。这种关系的和谐，不是忽视和否认矛盾

（或阴阳）的斗争性，而是更强调以矛盾的同一性，作为其主流、方向和目标。“道”之为“道”，就是人

类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中，以充分发挥人的意识能动性以瞄向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

展所遵循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而且，“道”作为一种关系本体，既是“无”，又是“有”。作为“无”的

“道”，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形式，而作为“有”的“道”，则是这一最高形式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形

态实现，如传统之儒道融合之“道”，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大道”，都作为“有”，固然存在差

异，但作为“无”，其在最高形式上则是统一的。因此，在“道”之“无”的层面上，我们发现了中国式

现代化之文化主体性培育的种子和根脉。

五、新文化主体的培育，既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继承，又要进行整体性

继承

前面我们谈到近代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就文化建设问题，由早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发

展到以张申府以及早期张岱年为代表的“综合创新论”，再发展到以张岱年后来的“马魂中体西用论”，

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表明，一方面，新文化建设要以打破原有的旧文化为

前提，使包括中、西、马等在内的各种文化元素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做到融会创新，才是中国新文化建设

的发展趋势和道路，这必然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继承，但另一方面，在新文化建设过程中，

传统“体用说”有助于表达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诉求，又最终被肯定。毕竟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又是中华

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包括中华传统的“道”之“无”这一最高关系本体形式、其体现的天人合一

的核心理念、其体现的儒道融合思维等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民族特征的东西，是需要采用整体性继

承的。否则，就无法找到新文化主体培育的逻辑起点，也无法发现其发展成长的精神血脉，主要理由

如下：

首先，新文化主体的培育，就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既要对多种文化要素的吸收，但也需要作

为整体性的种子播撒。如果说前者需要选择性继承，后者则需要整体性继承。新文化主体的培育，除了

要选择性地吸收包括中、西、马等在内多种文化营养元素，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部，也包括儒、墨、

道、法等多种文化元素，这都需要我们选择性根据实践需要选择性继承和吸收，然而，正如要培育一个

新幼苗，单单依靠营养、水分、土壤等要素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撒播作为整体性的种子，没有整体性的

种子，无法形成其根系，就无法吸收营养、水分等土壤中的东西以孕育新的生命体。因此，中国式现代

化之新文化主体的培育，需要对作为“道”之“无”这一最高关系本体形式、其体现的天人合一的核心

理念、其体现的儒道融合思维等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民族特征的东西，予以整体性继承，因为它既

是培育中华新文化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华新文化必含的精神血脉。

其次，新文化主体的成长，需要连接这一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固

然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总会有体现其整体联系并一以贯之的东西，也就是体现其民族特征的东西。

新文化主体的成长，既是对旧文化的否定和超越，又是对旧文化的继承和保留，这种继承和保留，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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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碎片式、片段式的东西，而是包括一些一贯性的、连续性的东西，才能有效体现民族思维和精神特

征，这也要求新文化对旧文化的继承，既会有选择性继承，也会有整体性继承。整体性继承绝不是整体

性搬用，而是吸收其精神内核，保留其文化血脉，因为这些最能体现一种文化的民族特征，彰显其文化

的主体性。

第三，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也表明，新文化对旧文化的超越和取代，既有选择性继承，也有整体性

继承。大家知道，在历史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生，较之于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是文化的巨大创新

和发展。然而，就其与后者的关系而言，其对之既有选择性继承，也有整体性继承，尤其是“两希文化”

的基本精神——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文化的信仰精神都被整体性地给继承了。因此，中国式现

代化过程中，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也需要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血脉层面的东西，进行整体性

继承。

最后，我们以实践生成思维来理解和把握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不是否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整体性继承，而且本身也需要对之进行整体性继承。基于实践生成思维所形成的新文化，固然基于实

践的需要对多种文化元素的吸收，但实践本身又是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的，而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总

是包含着对新文化之民族思维特征的强调和对民族文化形式的保留，这必然需要一定意义上的整体性继

承。而且，我们经常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实，无论是“创造性

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都不仅包括对相关文化元素的选择性继承，而且本身就需要对包括中华之

“道”等在内的一些一以贯之的东西进行整体性继承，才能凸显新文化的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思想的提出，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践生成思维，与一切

文化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区别开来，但另一个方面，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根脉”继承起来，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化的主体性。学术界也多论述其旨在“明体达

用”，因为在中国哲学中，“体用观”与“道器观”“道术观”等是联系在一起的，突出“体”，也就是突

出其体现的“道”的作用，“道”是“体”的本体，“体”是“道”的形态表现，可见其整体性继承的意

味就在其中。而且，国内也有学者也开始论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性继承的问题[6]，因此，不仅不能

把整体性继承当作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予以否定和排斥，而且坚持选择性继承又坚持整体性继承，还

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生成思维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化，为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培育和创新中华新文

化主体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既能体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又能继承和保留

民族特点和精神特征，无疑找到科学合理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不仅会吸收中、西、马等多种文化资源，而且还会贯穿着我们

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尤其是就后者而言，它既需要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自觉继承和吸收，又

需要自觉探索“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而对传统文化予以创新和发展，还需要为

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而对新文化的未来提出新的目标和愿景。然而，在三者当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予以自觉继承和吸收，打通“根脉”与“魂脉”的联系，以为新文化建设培育新主体性，无疑是最基

础性的和最前提性的，我们进行了优秀方法论层面的探讨，相信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觉，以推

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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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ANG Shitao，CHEN Yuhua
Abstract：：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the autonomous adaptation of local culture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cultural confidence. In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we should consciously cope well with their relationship.Unlike previous efforts to under⁃
stand and absorb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elements from China，the West， and Malaysia，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focus more on cultivating and shaping the new cultural essence；unlike the past enlightening criti⁃
cal think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adopt practical generative thinking 
for it；unlike the previous emphasi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moder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unlike the old morals cen⁃
tered on Confucianism in history，in the cultivation of a new culture，we need to develop a new Marxist 
moral tradition based on the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and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moral thinking；unlike the past selectiv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n the subjec⁃
tiv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ulture，we need a holistic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cultural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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